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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市政设施的邻避效应研究 

——基于上海垃圾中转站的实证分析 

摘 要：环境市政设施由于对周围居民的负面环境影响，其选址、建设和运行中引发的冲突是我国城市建设中社会矛盾的主

要来源之一。本文梳理和归纳了邻避设施的内涵、邻避效应形成的原因及解决措施，并以垃圾中转站为例，通过上海 25197 户

二手住房价格的空间差异研究了城市居民对环境邻避设施的负面支付意愿。研究结果显示，住宅到垃圾中转站的距离每减小 1

千米，住宅价格降低 3.6%，表明居民对于垃圾中转站具有较强的邻避效应；垃圾中转站规模越大，其影响的范围越大，居民的

邻避效应越强。建议邻避设施规划时应参考设施的科学防护距离和居民的心理可接受距离，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或者在邻避

设施附近建立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设施给予规划补偿，从而减少邻避设施带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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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市政设施（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场、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等）为城市社会经济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

的保障，然而，由于其对周围居民往往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而遭到临近居民的反对和抵制，这种现象被称为“邻避效应”（not

－in－my－backyard，简称 NIMBY）
[1]
，相关的设施也被称为“邻避性设施”。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及报道，垃圾处理设施一直是

邻避程度最高的公共设施之一
[2-3]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国内关于垃圾处理设施的邻避性冲突事件的

发生日趋频繁，如 2007 年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缓建和 2009 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争议等。邻避性设

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行中引发的冲突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目前无法完全消除邻避设施负面环境影响的条件下，补偿仍是解决邻避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
[4]
，而补偿的形式和范围必须

参考邻避性设施的影响范围、程度和特征，这就需要对邻避设施对周围居民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做出较为精确的度量，进而

为合理制定规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国外
[5-6]

及我国台湾地区
[2，7，8]

对邻避效应和环境冲突的研究较多，而我国大陆地区
[9]
则相对

较少，特别是关于邻避设施对周围居民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少见
[10]

。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些城市公共设施的邻避效应进

行量化研究。 

2 邻避效应的相关研究 

2.1 邻避效应和邻避设施的内涵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者
[1]
就开始研究个人或社区反对某种设施或土地使用的现象，提出了“邻避”的概念。从邻避

设施的内涵来看，学者对其的认识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最早学者认为是那些对生活环境、居民健康与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从而

使居民产生嫌恶心理的设施可以称为“邻避设施”
[11]
。但 1990 年，美国的丹尼尔·杨克洛维奇·格鲁普（Daniel Yankelovich 

Group）
[12]
针对公众服务设施接受程度的调查发现，购物街、艾滋病之家、工厂、监狱等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公众服务设施，

而这些设施并非传统认定的“邻避设施”。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的李永展和何纪芳（1996）
[2]
就台北生活圈内的 67 项城市服务

设施进行接受意愿与邻避效应的调查，发现除公园、图书馆之外，其余公共设施都可能产生邻避效应。李永展和陈柏廷（1996）
[13]
提出，按邻避效果可将城市公共设施分为 4 个层级：第一等级不具备邻避效果，如绿地、公园、游泳池和图书馆等；第二等

级有轻度邻避效果，如学校、车站、医院和购物中心等；第三等级有中度邻避效果，如菜市场、疗养院和收容所等；第四等级

有高度邻避效果，如殡葬场、垃圾焚化厂以及核电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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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邻避性设施通常同时具备 3 个特征
[14]
：一是具有某种满足社会需求的功能；二是具有直接或潜在的污染性和危

险性；三是受到居民的反对和抵制。但目前为止，学术界对邻避设施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界定。在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国

家和地区，或对特定的人群而言，城市公共设施产生的邻避效应可能具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邻避运动有时候并不是基于任

何技术、经济或是行政层面的理性讨论，而仅仅是一种情绪性的抵制现象
[15]
。 

但是环境市政设施尤其是垃圾处理设施基本上被公认为是邻避设施。如黄仲毅（1998）
[16]
按功能将邻避设施分为社会型、

废弃物型和能源型三类，其中废弃物型主要就是垃圾处理设施。在其他研究机构和学者的调查中也发现，垃圾处理设施是“绝

对不受欢迎（absolutely unwelcome）”的设施
[12]
。由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与建造引发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环境规划

和管理上的一大难题。 

2.2 邻避效应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现有关于邻避效应成因的研究，多数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但其实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

邻避现象的成因更加直接和清晰
[9]
。邻避现象的本质是邻避设施设置所产生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设施附近的居民和全社会之

间存在巨大偏差。换句话说，邻避设施在提高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也给附近居民带来了负外部性，而社会（通常是政府或相关

单位）却没有对此进行应有的补偿。 

邻避设施给附近居民造成的经济负外部性可能包含多个方面，如房地产价值的贬值、搬迁造成的损失甚至潜在的健康损害

支出。其中，已被证实并且研究较多的是房地产价值的贬值。一般而言，房地产具有居住价值和交易价值双重特性，其中交易

价值是大部分居民衡量其财产价值的主要根据，而住宅舒适度则是影响房地产资本利益报酬的重要准则
[11]
。因此居民对可能威

胁住宅舒适度的其他土地使用显得特别敏感，邻避性设施若降低了住宅的舒适度，将使其财产价值减少，居民的邻避情结由此

产生。 

要缓解或消除公众的邻避情结，从规划层面减轻设施风险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又可分为风险削减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

风险削减机制如严格执行安全和环保标准、加强环境监测、跟运营企业签署环保合同或协议书
[17]
。历年来我国对大部分市政设

施的设计、选址和污染物排放等都出台了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如垃圾填埋场有《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垃圾焚烧厂有《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等。市政设施的规划如果不能落实相关规范，势必会成为民众

反对的众矢之的。此外，还应该提高市政设施规划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后大量的邻避设施设置案

例显示影响社区同意接受设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广泛的公众参与和让社区居民充分信任设施
[18]
，我国近年来爆发的邻避

冲突事件就暴露出规划阶段公众参与的缺失或不足。 

但是，经济学认为解决邻避冲突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构建合理的回馈和补偿机制，以消除设施附近居民的边际收益、边际成

本和社会收益、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
[9]
。补偿措施可分为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直接的金钱回馈包括减征居民的房地产税和减收

垃圾处理费，这些方式在美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许多事实也证明该措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问题是如果设施的风险被民众

视为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直接补偿就应谨慎采用，因为这很可能被视为变相“贿赂”而引起更大的民意反弹。间接的非金钱补

偿又可分为 5类
[19]
：（1）实物补偿，即设施给附件居民带来了何种损失，则开发者相应提供何种补偿。如为减小居民可能遭受

的健康风险，开发者会尽可能改善当地的医疗保障设施；（2）应急基金，即开发者承诺提供一笔基金来支付未来发生意外灾害

或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种措施在风险极小但一旦发生后果严重的情形下尤为必要；（3）财产保险，即开发者为场址周围的不

动产提供保险，防止因设施带来房产的贬值；（4）效益保障，即开发者承诺在建厂及运营阶段直接或间接雇佣地方上的居民，

这样既可减少当地的失业率，又能增加居民收入；（5）经济激励，即通过设施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以提高当地生活品质，

该措施曾经在日本各地区核电设施设置时广泛采用，因为核电设施对当地的经济贡献是难以估量的。通常情况，以上补偿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以单独或组合的形式提供给设施附近的居民。除此之外，规划补偿也越来越得到一些邻避设施开发者的重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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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规划补偿”即从城市规划和设施空间布局方面对邻避设施附近的居民加以补偿，如我国台湾地区经常在邻避设施附近设立

草地、公园、图书馆和运动场等具有正外部性的设施，以增加居民的接受程度
[7]
。 

2.3 邻避效应的相关实证研究 

关于邻避效应的实证研究可以根据研究方法分为两类：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和揭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基于陈述偏好法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形式研究不同邻避设施的邻避效果
[2]
、居民对于邻避

设施的认知与态度
[16]
、邻避设施设置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20]
、居民对邻避设施的期望补偿

[10]
或其他针对某些具体邻避设施的个案

分析
[21]
等问题。 

而基于揭示偏好法的实证研究则倾向于利用经济学知识对邻避设施产生的外部性进行测度，从而确定邻避设施给附近居民

带来的附加成本，或理解为居民对邻避设施表现的支付意愿差异。相关的研究在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较多，这可能跟邻避运动

在这些地区兴起较早有关。典型文献有：阿吉和克罗克（Agee and Crocker，2010）
[22]
使用美国怀俄明州 2004 年 1 月到 2006

年 3 月 372 个单户住宅成交数据，研究了在不同方向上火葬场对周围住宅价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上风向和下风向上火葬场对

住宅的空间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正下风向的住宅价格对到火葬场的距离具有更强的敏感性。伊舍特等（Eshet，et al，2007）
[23]

用以色列的 2001 年到 2004 年的住宅成交价格数据研究了垃圾中转站对附近住宅价格的影响，发现垃圾中转站对距离 2.8km 的

住宅价格有最大的边际影响，住宅到垃圾中转站的距离平均每增加 1%，住宅价格会增加 0.06%。基尔（Kiel，1995）
[24]
研究了

垃圾焚烧厂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发现垃圾焚烧厂建造的越早，焚烧技术较差，对周围居民的影响程度就会越高。凯特卡（Ketkar，

1992）
[25]
使用美国新泽西州的数据研究了废弃物填埋场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发现处理不同物品或处理流程不同的废弃物填埋场

对周围居民的影响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 

关于补偿措施对于邻避设施设置的影响在国外有诸多实证研究。如巴克特等（Bacot，et al，1994）
[26]
在 1989 年美国田纳

西州一项关于市政垃圾填埋场的调研中发现，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居民的支持率只有 30%；但当提供一定经济补偿时，

支持率几乎翻了一倍，其中返还财产税时支持率为 63%，提供学校费用时支持率为 62%，提供道路费时支持率为 56%。詹金斯和

库恩卢瑟（Jenkins and Kunreuther，2001）
[27]
在美国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未补偿和补偿后民众对垃圾填埋场的支持率分别

为 25%和 50%。可见，补偿尽管未必能保证居民支持邻避设施的建设，但对居民的态度转变有重要影响。 

我国大陆学者已有利用上述相关方法（如特征价格法）来研究环境或区位的经济价值及影响的国际论文。例如孔等（Kong，

et al，2007）
[28]
分析了济南城市绿化空间的经济价值，吉姆和陈（Jim and Chen，2006）

[29]
研究了广州市城市绿化空间、水质

的经济价值，陈和郝（Chen and Hao，2008）
[30]
研究了到 CBD 距离和交通可达性对上海住宅价格空间差异的影响。但研究邻避

设施对周围土地利用方式的经济影响的实证论文则非常缺乏。 

3 理论模型和数据描述 

3.1 理论模型 

采用特征价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简称 HPM）来测度环境市政设施对周围居民邻避效应的影响。特征价格理论认为

居民购买住宅是通过享受住宅各方面特征所提供的服务而获得效用，效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所购买住宅所包含特征要素的数量，

购房者所愿意支付的住房价格是各个特征要素的函数
[31]
。住宅的特征要素主要分为：建筑结构特征、区位可达性特征，邻里特

征和环境特征，用函数形式可表达为： 

P=f（X1，…，Xi，Y1，…，Ym，Z1，…，Z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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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为住宅成交价格，Xi为住宅具有的建筑结构特征，Ym为住宅的区位可达性特征，Zn为住宅的邻里环境特征，u1为影

响住宅价格的其他特征，f（·）为待定的具体函数形式。 

函数模型为：   

 

关于住宅特征的相关变量名称和定义如表 1 所示。为了进一步验证距离是否对住房价格影响具有非线性，模型中加入了距

离平方（dis_waste2）的变量。   

 

3.2 数据描述 

选取上海市地区的生活垃圾中转站来研究环境市政设施的邻避效应。城市生活垃圾中转站在垃圾管理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是连接城市社区垃圾回收点与垃圾终端处理点如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发电厂的有效纽带。但这些生活垃圾中转设施会给附近

居民带来一定的负外部性，如噪音、气味、垃圾、蚊虫、景观破坏和其他视觉污染
[23]
。因此，垃圾中转站经常被视为邻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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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提供的 50 个生活垃圾中转设施的资料，选取其中的大型中转站和中型中转站
①
共 10 个

②
作为研

究对象。   

 

本次研究还收集了 2010 年 9 月上海外环以内 808 个楼盘，共 25197 户
③
二手房住宅的数据，其中包括住房价格、面积、和

户型等住宅的建筑类特征，并根据楼盘的具体位置，利用 ArcGIS 信息，补充了各个楼盘到最近垃圾中转站的距离，到市中心的

距离、到最近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到最近大型超市的距离等住宅区位性和邻里特征。楼盘与垃圾中转站的分布情况如图 1 所

示。 

从收集的 25197 户二手房成交的数据来看（表 2），住宅到最近的生活垃圾中转站（dis_waste）的平均距离为 4.18km，其

中最大距离达 9.69km，而最小距离仅为 0.45km，但已经远超出《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47－2006）所规定的最小防

护距离（50m），因此这些生活垃圾中转站的防护距离是符合标准的。 

4 回归结果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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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比较大型垃圾中转站和中型垃圾中转站的影响特征差异，研究在利用特征价格模型时分为“混合”、“大型”和

“中型”三组进行回归分析。所使用的计量软件是 Stata/SE 11.0 版。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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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 

（1）垃圾中转站对周围住宅价格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住宅到最近垃圾中转站的距离每减

小 1km，住宅的平均价格降低 3.6%，且两者并非呈线性关系，住宅价格随距离的增加逐渐上升，但距离越大，价格上升越慢（即

边际影响越小），到 4km 以外价格已经趋于平稳。这点与特齐皮等（Tzipi，et al，2007）
[23]
的研究基本一致。另外根据公式

可计算出垃圾中转站的平均最大影响距离约为 4.7km，这与海特等（Hite，et al，2001）
[32]
研究得出垃圾处理设施的最大影响

距离为 4～6km 的结论基本符合。但注意这里说的“影响距离”是指垃圾中转站对周围住宅价格的影响距离，其“影响”更偏向

于对居民的心理影响，即所谓的“邻避情结”，而不是中转站对居民的物理环境影响。从心理学上讲，民众对设施的风险认知

是影响邻避效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2]
。但民众对设施的风险认知不仅与设施自身的风险程度有关，还与居民的主观态度密切相关。

因此，设施本身的科学防护距离和民众对设施的心理可接受距离往往并不一致，后者可能比前者要大得多。例如依据米切尔

（Mitchel l，1980）对燃煤电厂、大型工厂、核电厂及有害废弃物处理厂的研究，当民众接受度同为 50%时，不同厂的可接收

距离如下：大型工厂及燃煤电厂为 9 英里，有害废弃物处置场为 49 英里而核电厂则为 50 英里
[33]
。实际上，各设施的安全防护

距离远比这些数字要小。这就是邻避效应时常发生的主要原因。 

垃圾中转站周围住宅价格的空间差异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垃圾中转站带来的噪音、气味、垃圾和视觉污染等在某

种程度上降低了周围住宅的舒适度，从而使得人们对其附近的住宅的支付意愿降低。因而离中转站越近，房价越低。另一方面，

房价随着离垃圾中转站的距离的增大而升高，此间增加的价格可以视为是“住户逃避邻避设施之自我防卫支出”
[34]
，即人们普

遍愿意支付更高一点的价格来达到规避垃圾中转站的目的。因此，要避免垃圾中转站带来的邻避冲突，可以考虑在设施的影响

范围内对居民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美国历史上有此类的补偿案例：冠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在建设工业垃圾填埋场时承诺要保

障设施两英里范围内的住房价值，公司通过观察 10 年间县上的住房销售价格变化，如果住房价格确实因为填埋场的存在带来了

逆向的变化，则公司会在业主转卖住房时为居民提供相应的补偿
[35]
。 

（2）不同规模垃圾中转站对周围住宅价格的影响特征不同。从表 3的结果来看，大型垃圾中转站的最大影响距离（6.0km）

比中型垃圾中转站的最大影响距离（4.5km）超出 1.5km，这点与日常经验相符合。但有意思的是，大型垃圾中转站对周围住宅

价格的边际影响（2.5%/km）反而比中型垃圾中转站（5.9%/km）的边际影响要小。这一结果可以借鉴曾明逊和谢潮仪（1995）
[34]

的“逃避”理论来分析。既然远离邻避设施的住宅价格增加可以视为是“住户逃避邻避设施之自我防卫支出”，那么回归所得

的中转站的边际影响其实就是周围居民为逃离中转站每一单位距离实际所增加的防卫支出，因为中型垃圾中转站的影响范围较

小，居民普遍愿意增加较多的防卫支出以尽量逃离中转站的影响范畴，而大型垃圾中转站的影响范围较大，居民若要逃离中转

站的影响范畴，需要增加的防卫支出过大，因此附近居民普遍选择了“妥协”，最终以较少的防卫支出停留在中转站的影响范

畴以内。这样就形成了大型垃圾中转站的影响范围大，但边际影响小，而中型垃圾中转站的影响范围小，但边际影响大的局面。 

（3）其他住宅特征的隐含价值具有理论一致性。到市中心距离越远，住房价格越低，这和陈和郝（2008）
[30]
的研究结论相

一致；离地铁越近，交通便利性越高，住宅价格越高；居民更加偏好大面积、高绿化率和新房龄的住宅。和直观上感觉不一致

的是，距离大型超市越近，房价反而越低，可能是居民对于大型超市也具有一定的邻避情结
[12]
，原因是大型超市会带来更大的

人流，更紧张的停车位等。模型中出现的住宅特征的隐含价值均具有理论一致性，显示了该模型具备较强的解释力。 

5 政策建议 

本文虽然以垃圾中转站作为研究对象，但相关方法也适用于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等其他环境市政设施。对环

境市政设施邻避效应的程度和影响范围的实证研究，可以为解决我国城市环境设施的选址和建造过程中引发的邻避冲突提供参

考。如环境市政设施在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其对周围居民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健康和生活影响，还包括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建

造时要注意尽量在技术和外观上将其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在实际设置设施时应参考设施本身的科学防护距离和民众对设施的

心理可接受距离，尽可能设置严格的防护距离，以降低民众对设施的风险判断，从而减轻邻避程度。最后还可以考虑对一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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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受影响的居民进行相关“规划补偿”，例如在设施附近设立草地、公园、图书馆和运动中心等具有正外部性的设施，以增

加居民对相关设施的接受程度，补偿的范围可以参考邻避设施影响的距离而定。 

（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文章修改提出的指导意见与完善建议。本文的错误由作者自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SF712030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790079）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

项目（11 JJD790029）资助。 

注释（Notes） 

①大型中转站和中型中转站根据《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47－2006）而定，其中设计转运量大于 450t/d 的为大

型转运站，设计转运量介于 150～450t/d 的为中型转运站，其余为小型中转站。 

②在上海市 50 个生活垃圾中转设施中有 18 个为大、中型中转站，但经 ArcGIS 计算住宅到最近中转站的距离后只剩下 10

个为“离住宅最近的中转站”。 

③原始数据收集了 26166 户二手房成交数据，为了控制回归中的异常值效应，本文根据偏离平均值 3 倍标准差的原则，删

除了单价高于 60000 元/m
2
的观测值，最终留下 25197 户二手房成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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